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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构建了政府作用、知识共享与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的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作用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知识共享在二者之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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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on the theory analysis, it conduc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rol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ic technology in avi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also the role knowledge sharing play within 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function plays an positive role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ic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sharing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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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关键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1]。共性技术处于竞争前阶段[2]，其外部性强[3]，应用范围广[4]，因而其研发创新的“死亡谷”现象屡见不鲜。航空装备制造业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强劲的联带效应及高度的知识密集性等特点，其共性技术研发成本大、风险高、周期长、外部性强、复杂度高，其研发难度远远超过一般产业的共性技术。在此情况下，政府作用的积极有效发挥尤为关键。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作用对共性技术研发的重要意义[5-7]，并认为政府作用主要表现为资金支持[8]、政策与制度引导[9]以及搭建产学研合作基地和技术战略联盟等共性技术创新平台[10-11]。关于政府作用驱动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中间机制则较少涉及，尤其针对航空装备制造业这种特定产业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以航空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调查问卷方法，运用SPSS和AMOS软件工具，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政府作用、知识共享和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和路径关系。
1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1.1 研究假设

   （1）政府作用与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

陆国庆等[12]验证了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关于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发展中的作用，Tassey[3]、Czarnitzki等[13]认为，政府参与可有效缓解共性技术研发的多重失灵。刘波等[14]运用扎根理论构建模型，并分析了政府购买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决策的影响因素。郑月龙等[15]研究发现，企业的共性技术最优研发投入随政府预算的增大而增大。熊勇清等[16]构建了双维两阶段筛选模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公私合作”开发中企业合作方的选择提供了方法。
在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系统中，由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出发点各不相同，很可能出现单个组织理性导致研发共同体非理性的局面。如果政府的宏观引导和制度安排缺失，极有可能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与此同时，共性技术的社会效益发挥与单个主体独占共性技术以谋取先行优势的战略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政府的“远期”偏好与市场的“即期”偏好之间也存在差异，这都需要通过政府作用的积极有效发挥以实现平衡。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作用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政府作用与知识共享

政府作用驱动下的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是知识流动的土壤，是知识共享的技术平台。Holmen[17]研究了共性技术开发中区域参与者系统的作用，认为区域参与者系统包括政策制定者、一般知识源等，提出政策层面必须对一般知识源给予关注。Ardito等[18]提出，政府应搭建平台以促进组织间的知识交流，从而提高共性技术瓶颈突破的可能性。

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知识势差、知识复杂性及利益冲突等的客观存在，知识共享面临外部知识源动态调整、组织间关系复杂多变的挑战，潜在的机会主义筑起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知识共享成为了一项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的研发需要政府充当知识共享推动方角色，为各方提供面对面或者虚拟交流的机会，以促进组织间的沟通交流，为研发主体获取知识开辟通道。可以说，政府作用削弱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各方的关系亲疏度和协同紧密度，实现了组织间强弱联结的动态融合，提高了知识丰裕度，促进了知识共享。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政府作用对知识共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知识共享与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

诸多研究表明，知识共享是促进协同行为的基石和提升协同绩效的关键。Ahuja[19]提出，知识资源的共享与交换是合作伙伴协同的主要动因。黄利萍等[20]认为，知识共享是企业进行协同知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对降低协同企业的知识创新成本、提高企业收益具有重要影响。Grevesen等[21]认为，知识共享是协同合作的关键环节，只有合作方实现有效的知识共享，组织间的信息流才能够通畅，协同创新的可能性会升到最高。   

航空装备制造业是涉及技术最复杂、应用先进知识最广泛的产业之一，其共性技术研发依赖于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异质性主体的协同共生，其研发突破的过程实际上是知识融合应用的过程，这就要求各方共享知识。同时，共性技术中的嵌入性知识可被系统化从而重新应用于技术活动[22]，通过知识共享，研发主体可以充分利用各方的知识资源，避免由于知识重复性生产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挥发。同时，知识共享的意愿和能力越强，就越有利于协同关系的持续稳定，越有利于航空装备制造业研发能力的整体提升，从而使得共性技术研发周期缩短、研发成本降低，共性技术瓶颈突破的可能性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知识共享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根据前文所述，政府作用与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技术创新需要跨领域的专业知识[23]，尤其对于航空装备制造业而言，其共性技术是多种知识的汇集点，其共性技术研发突破实际上是知识共享的过程。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各方通过研讨会、专家讲座和干中学、积极沟通等方式将各自的显性和隐性知识资源，传递给协同研发系统中的其他合作伙伴。每个研发主体对于知识的把握度不尽相同，知识在碰撞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灵感、在各要素间耦合而逐渐涌现新特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知识共享在政府作用与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1.2 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以政府作用为前因变量、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为结果变量的概念模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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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定义与测量

本研究在参考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行业实际情况，与相关领域专家讨论，对研究量表进行修订与完善。在正式调查之前，我们首先对两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和两大政府部门进行小样本预试，在问卷分析和反馈的基础上再次修改完善，形成最终问卷。本研究采用Likert（李克特）5分制量表对政府作用、知识共享和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三个变量进行测量。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1）政府作用

纵观政府作用与共性技术研发关系的相关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政府通过资金支持与服务、政策与制度引导、牵头搭建创新平台的具体途径推动共性技术研发。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内容，我们认为政府作用是指国家部委、省市级、工业区、航空基地管委会等各级政府，在推动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中发挥作用的一系列行为，主要体现在资金扶持、政策与制度引导和平台支撑三大方面。

一方面，中国的国情特点决定了政府在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中的作用问题无法直接借鉴国外的成熟研究量表；另一方面，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不足，缺乏直接可用的测度量表。基于此，本文在借鉴肖文等[24]对于政府支持的实证测量方法、彭纪生等[25]的政策量化手册及朱平芳等[26]对科技激励政策的衡量的基础上，结合政府作用与共性技术研发的相关定性研究[5-11]，融合近年来中国国情背景下政府作用的具体实践，在广泛征求行业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后，确定了从“资金支持”、“政策与制度引导”、“平台支撑”三个维度度量“政府作用”这一变量。本文最终确定的政府作用量表共有12个项目，分别用4个条款测量资金支持、政策与制度引导和平台支撑。

    （2）知识共享

学界至今并未对知识共享形成标准的一致性定义，但诸多阐释都涉及到知识在两个实体间的流动，所表达的核心概念都是知识的交换与再创造的过程。如Hendrinks[27]认为知识共享是知识提供方与知识接收方之间双向沟通的过程，Jae-Nam Lee[28]认为知识共享是指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从一方（如个人、团队、组织等）转移或传播到另一方的过程。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内容，本文认为知识共享是指各级政府与相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组织主体通过技术交流活动、座谈会等方式持续沟通，主体间对愿意且有能力共享的信息、技术等知识进行交换和再创造的过程。

知识共享最主要的两个解释因素是意愿和能力[29]。一方面，航空装备制造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保密前提下的共享有限性，因此研发主体是否愿意提供必要的资料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知识共享意愿作为衡量知识共享的第一个维度。另一方面，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研发涉及的相关知识的专业性、复杂性极高，其搜索时间长、应用难度较大，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必要将知识共享能力作为衡量知识共享的第二个维度。知识共享意愿的测量工具主要参照Bock等[30]和Jae-Nam Lee[28]的量表。知识共享能力的测量工具主要参照Szulanski[31]和王雁飞等[32]的研究成果。修订后的知识共享量表共有11个项目。
    （3）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

于斌斌等[33]提出，企业间战略合作研发共性技术是指集群企业之间联合进行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即对产业集群中的某项共性技术，集群企业共同参与、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和共享成果。陈劲等[34]提出协同创新是指政府、企业、知识生产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主体以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范围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主体间通过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了整体叠加的非线性作用。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过程中，合作各方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本研究认为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是指以实现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的瓶颈突破为共同目标，各级政府与相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共生演化，共同投入、共担风险与共享收益，对某项共性技术进行高度密切的合作研发。
已有研究既有以产出来衡量绩效的，亦有研究认为绩效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如Campbell等[35]认为绩效是多维度的概念，是人们所做的与组织目标相关的、可以观测的行为过程或结果。郭枝等[36]将R&D组织绩效解读为“行为”与“结果”的统一。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产出结果所需时间很长，且政府作用对研发过程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因此，为确保变量解释力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航空装备制造业的特点，广泛征求专家意见，最终确定采用过程和结果的双重维度构建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的研究量表。过程维度的测量工具主要参照Mishra等[37]、Zeng等[38]的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修订。结果维度的测量主要参照创新绩效的相关文献研究[24,39]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修订。本研究最终确定的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量表共有11个项目。
2.2 研究样本

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的10家国家级航空产业园区，结合中国民用航空工业系列年鉴资料，同时考虑行业实际发展情况和数据可获得性，选择研究样本。笔者所在的陕西省航空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因此选取陕西省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样本区域，具有较高的行业代表性。对于陕西省以外的其他区域，基于上述的样本选择方法，最终选择辽宁省、江西省、四川省、江苏省等四个区域的航空装备制造业作为重要调研对象。为获得客观真实的数据，本文以航空装备制造业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研发及技术骨干为主要填答对象。此外，向西安市航空基地管委会、西安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等广义层面的政府部门发放问卷作为重要补充。

自2017年3月至2017年5月，本研究通过网络、实地走访等形式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发放和回收。共计发放问卷220份，回收193份。剔除关键题目填写不全、答案呈现明显规律性或高度一致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54份，占回收数量的79.79%，总体问卷有效回收率70.00%。从回收的有效问卷来看，88.31%的受访者从业年限在5年以上，70.13%受访者属于中高层管理者或技术研发骨干，因此受访者的填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真实情况。
3 实证分析
3.1 信度及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无偏差的程度，即测量的稳定性、一致性及可靠性。通常以Cronbach's a系数来检验问卷的信度，Cronbach's a的值在0.7以上方可确保问卷质量达到实证分析的基本要求。另一常用的指标为题项-总体相关系数（CITC），CITC的值应该大于0.5，最小不能低于0.3，在0.3以下的测度项应该删除。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文的样本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Cronbach's a均大于0.7，CITC均大于0.5，说明本文问卷信度良好。

    （2）效度检验
效度是指准确测量变量的程度，体现了研究的可信度，本研究从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本研究问卷主要参照成熟研究量表修订而成，且问卷的形成经过了与相
表1 信度及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及题项
	信度
	效度

	
	Cronbach's a
	CITC
	KMO
	因素载荷
	方差解释率(%)

	政府作用
	0.924
	
	0.874
	
	72.307

	  资金支持
	0.784
	
	
	
	

	
	1.政府在贴息上给予大力支持：规定一个很低的所得税税率，或按现行税率减免、返还税收
	
	0.612
	
	0.520
	

	
	2.政府拨款资助共性技术的协同研发
	
	0.599
	
	0.682
	

	
	3.政府对共性技术研发形成的专利给予奖励
	
	0.687
	
	0.804
	

	
	4.政府承诺的资金支持能够及时到位
	
	0.666
	
	0.885
	

	  政策与制度引导
	0.817
	
	
	
	

	
	5.在人事措施方面，政府鼓励人才流动
	
	0.606
	
	0.802
	

	
	6.政府立法保护的知识产权，打击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行为
	
	0.641
	
	0.542
	

	
	7.政府实施多项政策，引导共性技术研发的组织间协同合作
	
	0.646
	
	0.754
	

	
	8.政府政策为共性技术协同研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0.794
	
	0.703
	

	  平台支撑
	0.904
	
	
	
	

	
	9.政府牵头开展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座谈会
	
	0.686
	
	0.802
	

	
	10.政府充分利用航空博览会等平台，推进不同主体间的交流
	
	0.801
	
	0.842
	

	
	11.政府牵头搭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0.698
	
	0.722
	

	
	12.政府参与制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的运行规则
	
	0.763
	
	0.787
	

	知识共享
	0.948
	
	0.862
	
	74.497

	  意愿
	0.911
	
	
	
	

	
	1.我们愿意经常与协同研发伙伴共享工作手册和工作方法
	
	0.598
	
	0.776
	

	
	2.我们愿意经常与协同研发伙伴共享一些具体的信息与数据
	
	0.788
	
	0.789
	

	
	3.我们愿意经常与协同研发伙伴就共性技术研发进展情况交换意见
	
	0.822
	
	0.823
	

	
	4.我们愿意与协同研发伙伴分享从各种渠道获取的有价值的信息
	
	0.848
	
	0.795
	

	
	5.我们愿意与协同研发伙伴分享我从教育或培训课程中获得的专业知识
	
	0.845
	
	0.787
	

	
	6.我们愿意与协同研发伙伴共享积累的工作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诀窍
	
	0.639
	
	0.609
	

	能力
	0.918
	
	
	
	

	
	7.我们能快速找到执行工作所需要的知识
	
	0.721
	
	0.822
	

	
	8.我们有能力分辨对研发工作有价值的知识
	
	0.714
	
	0.909
	

	
	9.我们能对获取的知识灵活运用并加以创新
	
	0.742
	
	0.732
	

	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
	0.947
	
	0.890
	
	75.495

	  过程
	0.847
	
	
	
	

	
	1.我们投入科研经费，委托高校参与共性技术协同研发
	
	0.671
	
	0.669
	

	
	2.我们与合作伙伴经常进行共性技术研发的沟通交流
	
	0.687
	
	0.884
	

	
	3.我们与合作伙伴进行频繁的技术联系与协作
	
	0.732
	
	0.738
	

	
	4.合作伙伴对我们进行共性技术研发而言是不可缺少的
	
	0.700
	
	0.706
	

	  结果
	0.943
	
	
	
	

	
	7.年均专利申请数目增加
	
	0.809
	
	0.801
	

	
	8.共性技术研发成本降低
	
	0.848
	
	0.867
	

	
	9.共性技术研发速度提高
	
	0.805
	
	0.824
	

	
	10.共性技术研发项目成功率提高
	
	0.831
	
	0.798
	

	
	11.我们与合作伙伴进行共性技术研发的优势互补，产生了“1+1>2” 的效果
	
	0.773
	
	0.810
	


关领域的专家反复讨论、小范围预测试等多次修订完善的过程，从而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

关于结构效度，本研究运用SPSS24.0软件对问卷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取样适当性指标KMO值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值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对交叉负荷情况的题项进行删除。结果表明，因子负荷值均在0.5以上，累计变差解释量在70%以上，表明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政府作用、知识共享和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的关系，本研究运用SPSS24.0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显示。可以看出，各变量间的相关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为各变量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表2 各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N=154）
	
	1
	2
	3

	1.政府作用
	1
	.654**
	.692**

	2.知识共享
	.654**
	1
	.813**

	3.航空装备制造业
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
	.692**
	.813**
	1


注：**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3.3 理论模型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政府作用、知识共享和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分析，以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

    （1）整体模型拟合
表3 整体结构模型分析的适配度检验表
	统计检验量
	适配的标准或临界值
	检验结果
	模型适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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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f
	≤3.00（若(2.00较佳）
	1.911
	是（较佳）

	RMSEA
	≤0.10（若(0.05良好；(0.08合理）
	0.077
	是（合理）

	GFI
	≥0.90
	0.973
	是

	AGFI
	≥0.85
	0.906
	是

	NFI
	≥0.90
	0.981
	是

	TLI
	≥0.90
	0.976
	是

	CFI
	≥0.90
	0.991
	是


本文借助AMOS24.0统计软件，对概念模型进行多次拟合修正。评价模型的指标主要包括卡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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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f）、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相对指标值（NFI）、Tucker-Lewis指数（TLI）和比较拟合指数（CFI），上述适配指标的运行结果具体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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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小于2，RMSEA小于0.08，GFI、NFI、TLI、CFI均大于0.90，AGFI大于0.85。由此表明，本研究整体模型拟合度良好。

    （2） 模型的理论检验

修正后的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

[image: image5.emf]政府作用

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

技术协同研发绩效

知识共享

假设2

a=0.762

p<0.001

假设3

b=0.795

p<0.001

假设1

c' =0.195

p<0.05


图2 修正后的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检验结果表明：①政府作用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195***（P<0.05），表明政府作用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假设H1成立；②政府作用对知识共享的路径系数为0.762***（P<0.001），说明政府作用对知识共享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假设H2成立；③知识共享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795***（P<0.001），说明知识共享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假设H3成立。
然而，路径系数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应知识共享在政府作用和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之间的角色，本文根据温忠麟等[40]提出的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检验流程，对H4进行检验。检验中介效应的具体步骤如下：①检验政府作用和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之间总效应的显著性，根据实证结果，两者之间总效应c=0.801，且p=0.0009，说明系数c显著，按中介效应立论；②依次检验政府作用和知识共享的系数a，知识共享和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的系数b，根据上述分析所知，a与b均显著，说明间接效应显著，即知识共享在政府作用和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③检验政府作用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的系数c’是否显著，根据AMOS24.0的运行结果，控制知识共享变量后，c’的p值为0.0006，因而c’显著，说明政府作用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的直接效应显著；最后，比较ab与c’的符号。ab=0.606, c’=0.195, ab与c’同号，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知识共享在政府作用与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用，且其部分中介效应量为ab/c=0.762*0.795/0.801=0.756。综上所述，假设H4得到支持。
通过以上分析及假设检验不难看出，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均得到了证实，各研究假设的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内容
	验证结果

	H1
	政府作用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支持

	H2
	政府作用对知识共享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支持

	H3
	知识共享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支持

	H4
	知识共享在政府作用与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之间起中介作用
	支持（部分中介）


4 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政府作用、知识共享、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和路径关系，相关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如下：
（1）政府作用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这说明，政府作用驱动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从无序的不稳定状态向有序的稳定状态发展，各创新要素得到系统优化，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得以提升。因此，为推动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的瓶颈攻关，引领中国制造的新跨越，政府需进一步发挥作用。在资金层面，可以考虑成立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研发的重大科技专项基金，降低企业等研发主体因资金不足带来的创新停滞。在政策与制度层面，需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制度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在运行机制层面，政府应进一步协同高校，发挥高校基础研究的牵引作用，创新高校科研环境，鼓励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利用。同时，聚龙头企业、行业机构，通过持续地定期举办国际国内航空大会论坛等形式，推动研发主体间的信息交流，推动中国企业、国际企业、高等学校、行业组织之间的战略合作。
（2）知识共享在政府作用与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绩效之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这说明，政府引领各方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形成稳定的知识共享轨道，促进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研发共同体的总体知识快速增长，提高其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突破的成功率。因此，应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共性技术研发方面的融合、互动和共享，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应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方面实现联合攻关、资源共享。另外，政府需牵头建立具有公共服务能力的研发和转化功能性平台，凝聚龙头企业、行业机构发挥合力以进一步推动平台建设，把产业集聚、人才流动、技术突破等有机整合起来，为各方提供知识共享的场所和媒介，打破不同主体间的地域限制和信息不对称的束缚。需要注意的是，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具备阶段性演化特征，政府应注重对平台的动态管理，注重政府作用的弹性化和灵活化，注重维护平台的良好运行以及防止平台的功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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